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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2005—201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力度较强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提高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这一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正向作用最为明显并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影响效果最小。因此，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的同时，要加强环境规制，确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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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3, hav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the influence ab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to domestic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strength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stronger than before,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this effect ha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positive effect is most obviou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 effe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minimal. Therefore, when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growing, we need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nd improve the reverse technological overflow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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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愈发严重，为进一步控制企业污染物排放，加强生态保护，国家不断提高对企业的环境规制标准，对企业和相关经济体进行不同程度的环境规制，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环境规制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而降低污染物排放的关键在于绿色技术创新，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 231.2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引进外商投资并不能获得先进技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才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绿色技术创新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创新，污染企业对其更加重视，因此绿色技术创新在地域分布上可能带有一定的集聚性，即集中分布在污染企业聚集的地区。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环境规制是一把双刃剑，较高的环境标准可能迫使一些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将生产工序转移到国外，减少在国内的产品生产，通过在国外生产然后出口到国内的方式来避免环境规制；同时，另外一些企业可能会抓紧这一时机，在环境规制条件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引进国外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来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对此，环境规制是否会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其影响是否会存在地域差异，这种地域差异是否与常规的技术创新一致，都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内容。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技术创新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作了一定研究。沙文兵[1]认为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国内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这一显著的正面效应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李优树[2]则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应通过跨国并购、国际战略联盟、建立海外技术研发机构以及与技术开发型国际合资企业合作等方式来加强对先进技术的引进。吴建军等[3]通过研究也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并且认为这一正向效应要大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Potterie等[4]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率并无显著促进作用，而进口和OFDI则具有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一部分，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关键。贾军[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各地方政府虽然制定了优惠的外资引进政策，但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提高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引资质量还需进一步提升。张倩[6]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政策差异和地区差异。Jung等[7]和Montero[8]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认为古诺竞争市场结构下，较高的排污标准和排污税能够有效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王锋正等[9]认为在考虑行业规模和科技活动人员投入这两个影响因素时，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可以提高资源型产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反之则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李婉红等[10]研究发现，当行业规模较小、创新人力资源投入能力较弱时,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进步，反而使得这些行业因为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地区吸收能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方面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一部分，目前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比较多，而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分析相对较少；部分学者单纯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缺少对传导路径的分析。对此，本文从环境规制视角出发，分析环境规制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期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作出一定贡献。
3   机理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是投资者为打开国际市场而进行的资本输出行为，它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联系在一起，促进资源进行合理流通和配置。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占领国际市场，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企业将加大自身的研发投入，不断开发新产品、研发新技术以加强自身优势，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减少生产过程中对能源资源的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不仅更好地拓展了国际市场份额，而且提高了在国内的生存能力。但是在现实情况中，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1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分析

3.1.1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效应

    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不断增加创新资源的投入。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为本国带来一定的绿色创新资源，提高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政府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迫使企业不断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适应国内环境标准要求，保持市场竞争力。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市场上接触到更加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为了提高自身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企业将通过购买、并购等方式来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在技术运用的过程中产生知识积累，最终将这些知识外溢至本国国内，产生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使企业更好地巩固国内市场份额。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在学习国外先进绿色技术的同时也借鉴国外比较前沿的绿色生产管理经验，并将这些技术和经验用于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促使污染企业转变粗放型的生产模式，适应国内的环境规制标准，提高产品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

3.1.2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反向影响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了规避政府的环境管制，选择将生产阶段转移到国外或直接到国外进行投资建厂。企业的这种行为减少了国内的资本投入和产出，降低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而且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一般会选择在环境标准要求比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建厂，这些国家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普遍偏低，在投资过程中很难产生知识外溢，因此导致对外直接投资无法提高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反而可能会导致国内绿色技术的外漏，从而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不利于企业进行国内绿色技术创新。此外，如果企业在进行生产阶段转移的过程中转移到国外的恰好是企业的研发工序，这将造成国内技术和人才的流失，对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将更为不利。因此，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可能会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反向影响。

3.2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

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影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时必须要考虑政府的影响因素。政府与企业尤其是污染企业之间的较量构成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为了保证模型分析的科学性，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第一，政府和污染企业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第二，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的博弈是完全且完美信息下的动态博弈，即各自都了解对方的收益函数和整个博弈过程。

第三，政府会对污染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行规制。

第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可以将自身剩余排污权进行交易。

第五，政府和企业行为都具有连续性。     

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在博弈过程中，政府和污染企业都将采取最优策略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只有政府和污染企业双方参与的情况下，“1”表示企业，“2”表示政府部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政府则从生态效益视角出发对企业进行环境规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污染”和“不污染”2种行为，政府部门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会针对企业的污染行为制定“规制”和“不规制”2种选择策略，即政府是否实行环境规制。在政府选择环境规制策略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选择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即“创新”或“不创新”策略。如图1表示的是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的博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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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污染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树

政府和污染企业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但双方的目标却有所不同，污染企业的目标主要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政府部门的目标则主要是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当某一方的经营目标与另一方的预期有差异时，对方就会对这种差异作出反应。企业在日常运营中会选择清洁生产或污染生产（此处的清洁生产主要是指通过改善生产工序和管理模式来改变生产方式），当其选择粗放式生产时的产量为Q1，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成本为C1，因政府进行环境规制而带来的损失为D；进行清洁生产时的产量为Q2，生产成本为C2。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Q2>Q1，且有C2>C1。政府进行环境规制的成本为W，规制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为R；但如果政府不实行环境规制措施，会给政府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由此造成的损失为M。不论企业选择何种生产模式，其产品价格始终为P。在第1阶段博弈过程中，政府和污染企业的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污染企业与政府的第1阶段博弈收益矩阵

	政府\收益\污染企业
	污染
	不污染

	规制
	R-W, PQ1-C1-D
	-W, PQ2-C2

	不规制
	-M, PQ1-C1
	0, PQ2-C2


当政府部门作出“规制”的策略选择时，污染企业会有2种反应，决定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即选择“创新”或“不创新”。污染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为T，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为Q3，此时Q3>Q2>Q1，只有满足这个条件，污染企业才有创新的动力；并且我们假设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后单位产品成本与清洁生产时的单位产品成本相当，即为C2。污染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会降低对自身对周围环境的损害，因此将增加社会福利，此时的社会总福利为R1，且有R1>R。在第2阶段博弈中，政府与污染企业的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表2  污染企业与政府的第2阶段博弈收益矩阵

	政府\收益\污染企业
	创新
	不创新

	规制
	R1-W, PQ3-C2-T-D
	R-W, PQ1-C1-D

	不规制
	R1-R-M, PQ3-C2-T
	-M, PQ1-C1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企业的收益是由其生产方式决定的，而企业的生产方式受到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的影响。在第1阶段博弈中，当企业产生环境污染时，政府部门的最大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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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府会对企业的污染行为作出反应，实行环境规制政策。当政府实行环境规制政策时，企业的最大收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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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企业将选择“污染”生产策略。面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企业可以选择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此时污染企业的最大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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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污染企业将选择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减轻环境污染，增加社会福利，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4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4.1  样本选取与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和检验。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的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环境规制、地区吸收能力和研发经费支出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1)绿色技术创新(ETI)。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各省级行政区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作为度量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依据OECD公布的《技术领域与IPC分类号对照表》建立绿色技术领域与IPC分类的对应关系，以对应的专利数量来刻画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2)对外直接投资(OFDI)。采用各省级行政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来衡量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作为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以人均GDP(PGDP)来衡量地区吸收能力，即各省级行政区历年的GDP总额与对应的人口数量的比值，地区吸收能力是影响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变量；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来代表我国的环境规制(ERL)强度，投资额度越高，则表示环境规制越强；研发经费支出(R&D)则用各省级行政区的研发投入额来衡量，是影响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指标。

4.2   模型构建
为了更好地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我们建立计量模型。在不考虑环境规制的情况下建立模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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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调节效应，建立模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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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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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外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目的是考察对环境规制力度不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即环境规制作为中介的调节效应；i代表的是地区维度，t是时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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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证结果分析
    在不考虑环境规制的条件下，利用中国2005—2013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全国样本模型1的回归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β
	se
	p
	β
	se
	p

	lnOFDI
	-0.009 3
	0.029 7
	0.756
	0.013 3
	0.029 1
	0.647

	lnPGDP
	0.517 2
	0.237 8
	0.031
	0.531 4
	0.160 5
	0.001

	lnR&D
	0.633 2
	0.156 9
	0
	0.460 1
	0.085 4
	0

	C
	-1.905 1
	0.734 2
	0.01
	-1.949 8
	0.518 4
	0

	R2
	0.690 6
	0.731 8

	Prob
	0
	0


通过Hausman检验可知，p值为0.018 2，显著拒绝原假设，因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由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地区吸收能力和研发支出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地区吸收能力每增加1%，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0.52%，研发经费支出每增加1%，国内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则提高0.63%，说明地区吸收能力提高和研发经费支出增加可以显著提高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影响效果显著。

近年来我国环境规制力度不断加强，为了更好地考察环境规制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利用计量模型2得出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全国样本模型2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β
	se
	t
	p

	lnOFDI
	-0.107 4
	0.039 6
	-2.71
	0.007

	lnPGDP
	0.568 7
	0.224 2
	2.54
	0.012

	lnR&D
	0.536 4
	0.158 3
	3.39
	0.001

	lnOFDI*lnERL
	0.068 9
	0.016 9
	4.02
	0

	cons
	-1.542 2
	0.736 9
	-2.09
	0.037

	R2
	0.700 2

	Prob
	0


通过对模型2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加入对外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的交叉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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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显著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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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强度不同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当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时，企业为了满足国内的环境标准要求，维持和扩大在国内消费市场所占份额，会从国外发达国家引进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改善国内的生产工序，提升国内生产环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此时，国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将有助于提高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产出；当环境规制力度较弱时，对外直接投资将不利于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在加入交叉项后的模型2中，地区吸收能力和研发经费支出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都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模型1相比，其作用效果变化比较小。

为了更深入、准确地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将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分别对各区域样本做回归，得出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lnOFDI
	-0.094 6
(0.024)
	-0.133 8
(0.003)
	-0.034 9
(0.340)
	-0.213 7
(0.002)
	0.031 0
(0.626)
	-0.129 5
(0.192)

	lnPGDP
	0.313
（0.321)
	0.149 7
(0.638)
	0.346 4
(0.322)
	0.356 7
(0.272)
	0.681 1
(0.195)
	0.896 7
(0.070)

	lnR&D
	1.127 3
(0.000)
	1.065 8
(0.000)
	0.761 3
(0.001)
	0.693 7
(0.001)
	0.220 8
(0.544)
	0.051 1
(0.892)

	lnOFDI*lnERL
	-
	0.041 8
(0.027)
	-
	0.094 5
(0.001)
	-
	0.103 9
(0.019)

	cons
	-1.373 7
(0.178)
	-0.471 5
(0.665)
	-1.435 1
(0.165)
	-0.697 2
(0.504)
	-2.410 9
(0.144)
	-2.427 1
(0.132)

	F
	130.1
	137.02
	188.7
	205.33
	46.98
	48.29

	prob
	0
	0
	0
	0
	0
	0


通过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样本进行回归可知：在东部地区，没有环境规制影响的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东部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时对外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国内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将下0.094 6%。在模型2中考虑到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当环境规制力度加强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时受环境规制的影响，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标准要求越来越高，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了保持和扩大其产品的市场份额，将会从发达国家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专利，以改善其生产工序，提高产品竞争力。

在中部地区，模型1的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部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即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很弱；但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此时对外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其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将提高0.094 5%。

在西部地区，不考虑环境规制的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随着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将提高0.103 9%。

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发现，环境规制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西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影响最小，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贡献度分别为0.094 5%和0.103 9%，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究其原因为，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主要是承接的东部地区转移的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对环境危害比较大。近年来受国家环境规制力度加强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改善企业的生产工序，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引进国外先进的专利技术，不断加强自身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创新能力，从而适应国家环境标准要求。而在东部地区，企业的更替比较快，污染较重的企业一旦不符合东部省市的环境要求就会陆续向中西部转移，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因绿色技术引进或绿色技术创新而导致的成本的增加，因此其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就不会过分注重对绿色技术或相关专利的引进。
6  结论
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相关数据来分析环境规制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国家环境规制力度的不断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国内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在环境规制力度较弱时，这一效果并不明显。由于污染企业不断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高污染企业要比低污染企业更加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因此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比较注重对绿色技术和相关专利的引进，从而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地域差异：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对提高国内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最大，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要明显小于中西部地区。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提高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外直接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进一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紧跟“一带一路”建设、投资步伐，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与此同时，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要注重学习和吸引东道国的先进技术，突破技术引进的瓶颈限制，相关企业要加强与东道国技术领先者之间的联系，通过对先进绿色技术的引进和开发来改善国内产品生产工序，利用其丰富的科技资源来提高企业的研发水平、降低企业成本，使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2)加强环境规制，确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实证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促进国内绿色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我国要不断加强对企业的环境规制，提高企业排污标准，加大污染排放超标处罚力度，以行政手段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使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加大对绿色技术的引进和再创新力度。与此同时，环境规制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对此我们要确定合适的环境规制强度，实现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并对转移到中西部的污染企业设定限改期限，这些企业一旦满足指定年限，将实行与东部企业相同的环境规制标准；而对中西部地区的本土企业则采取环境规制标准逐步提高的策略，促使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过程中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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